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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社会政策与福利国家的“绿”化：
开启社会保障研究的新视野

刘　 涛，孙　 丽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杭州 ３１００５８；英国利兹大学 社会学与社会政策学院，利兹 ＬＳ２ ９ＪＴ）

　 　 〔摘　 要〕主要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来，对工业化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再思考也构成了后现代

主义对现代性反思的主要源泉。 承接后现代主义的反省哲思传统，对人类福利及生态环境的关系展开积极的理论

思考与探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方国家社会政策与生态环境关系密切，可从两个维度为其搭建理论及实践关

联的“桥梁”：一是产生于西方的社会政策及福利国家制度体系，需对生态及自然环境因环境变迁所产生的后果进

行综合的制度“捕捉”与回应，因为生态系统的风险会不可避免地外溢到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二是传统福利

国家作为人类提高其自身福祉与福利的重要社会政治制度安排，需要进行“生态反思”，因为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

制度体系并不必然与现代社会的生态保护目标“兼容”，忽略了生态环境福利国家的大众消费，更有可能加剧生态

世界与人类社会系统的失衡。 因此，福利国家及其社会保障体系需要一场生态大转型运动，以使社会目标与生态目

标可以兼容。 基于此，应该开启社会保障研究的新视野，提倡社会政策的“生态化”及福利国家的“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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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社会科学中的现代化理论将福利国家视为现代社会四大核心机制之一，与福利国家相连的衍生效

应“大众消费”也被视为现代社会的另一核心制度安排，无论是沃尔夫岗·查普夫还是尼克拉斯·卢

曼，在他们关于现代社会的理论中，福利国家的重要性显著提升，其本身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

征①②。 英国社会学家托马斯·马歇尔更将现代社会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看成是社会权得以保障的根

本“推手”，在他看来，社会权的确立象征着人类制度文明发展的高峰，只有在社会权得以确立的基础

上，人类其他权利的落实才会有根本的基础与保障③。 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主流看，福利国家理论以

及在此基础上构筑的现代社会政策与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现代社会的积极意义得到充分肯定。 当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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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福利国家”概念形成以来，就不乏对该制度安排的批评与反思，主要有以下三个方向：一是支撑福利

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经济及财政领域面临瓶颈约束，尤其是西方国家经济增长已告别黄金时代，他们

是否依然能支撑社会政策的扩张存在着诸多疑问，由此产生了福利国家可持续性发展的议题①；二是关

于“福利国家”意蕴的反思，一些学者认为福利国家存在着国家监管、国家照料的固化思维形态，这样的

观念体系及制度安排可能会弱化个人、家庭与社会本身所具有的团结互助及社会保障能力②；三是西方

福利国家的现代社会政策过于偏向现金给付及老龄社会保险，忽视能力培育及社会服务的投入，由此引

发了学界对“社会投资型国家”的热烈讨论③。
基于以上三个层面的疑问，结合社会科学中的理性批判思维与后现代性的反思传统，通过现代、后

现代社会中宏观叙事关联的建构，对西方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展开研究，是本文的旨趣所在。 在现代社会

向后现代社会转换的过程中，社会发展存在三大宏观目标：一是经济目标，主要涉及经济发展、生产效率

的提高；二是社会目标，主要针对社会再分配及福利国家、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构等；三是生态目标，
主要瞄准生态环境保护、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环境的平衡发展等④。 笔者认为，在这三种社会宏观目标

叙事过程中，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较早实现了功能性耦合，如凯恩斯主义的形成就体现了社会性目标的

确立（如建立福利国家模式的再分配制度）有利于经济目标的实现（如内部需求及内部市场消费潜力释

放等）；经济目标与生态目标也在现代性、后现代性的论辩过程中实现了耦合，如绿色经济及节能经济的

发展反映出经济系统在持续回应生态系统的需求，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也会有利于经济体系的可持续

发展；而对社会目标与生态目标的关系还缺乏深入研究，迄今为止，社会政策主流研究仍未系统地认识

到福利国家及其社会保障体系与生态目标也具有耦合关系。 福利国家必须要对生态失衡的外部效应进

行系统性反思，同时，福利国家制度本身具有生态盲点，其福利消费倾向可能会大幅提高碳排放量，由此

引发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失衡。 因此，建立社会目标与生态目标的耦合关系应是 ２１ 世纪上半叶后现

代社会政策发展的重要目标，社会政策必须与生态环境目标相结合才能实现当代社会保障体系远期可

持续发展。

二、理论框架：福利国家与生态国家的耦合

生态环境政策与社会政策原本是相互分离的两大政策界域，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一些欧美国家

的学者开始关注到两大政策领域存在某些关联。 例如，英国学者伊恩·高夫梳理和总结了两大领域

的某些相似性，认为两大政策均对工业化的一些负面外部效应进行了平衡与补救，如社会政策可以

规避工业社会带来的风险，消解市场经济竞争所产生的两极分化；而环境政策则可应对工业化对环

境及气候形成的污染，有利于自然环境保护⑤。 两项政策领域均属广义上的保护机制，第一种更多是

针对产业工人及居民的社会保护，第二种则聚焦于自然环境的保护，但双方回应的都是工业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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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 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言，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各种类型的风险既可能与社会各个

阶层紧密相连而构成不同的风险等级，也会有一些风险如环境与气候的风险，则跨越了某个阶层、甚
至是民族国家的边界而构成世界各国的普遍性风险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态政策与社会政策均

是现代风险社会的产物，工业化带来的风险越高，就越需要社会政策与生态政策对于工业化带来的

后果进行制度性“捕捉”与干预。 詹姆斯·梅多克罗夫特在区分生态及环境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基础

上，提出在福利国家之外应当构建一个生态国家（Ｅｃｏ－ｓｔａｔｅ）的概念，正如在福利国家制度体系中，国
家将全体国民的福利置于国家立法及国家制度行为中的核心位置一样，生态国家则应将生态目标及

环境保护目标置于国家行为坐标中的核心位置②。 高夫也有相类似的论述，他提出可将福利国家与

环境国家相互比较，探索两项制度体系之异同③。
２０００ 年以来，除了比较探讨社会政策与生态政策、福利国家与生态国家制度体系选择的内生性之

外，西方学者还从两大体系关联的角度尝试为两者“搭桥”，试图建立起对两种论述有意义的符号关联，
由此延续了英国社会学家托马斯·马歇尔“连字符社会”（Ｈｙｐｈｅｎａｔ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的论述。 马歇尔认为，现
代社会将不同的制度框架及意义逻辑体系钮结在一起，如工业化、资本主义制度及福利国家可连接为

“工业福利资本主义”。 基于此，一些社会政策及福利国家研究的学者试着为生态场域及社会福利场域

建构出有意义的关联。 在此历史背景下，绿色社会政策及生态社会政策的新论述应运而生，主要着眼点

是社会政策研究中出现的理论及实践“盲区”。 过去的社会政策研究从未将生态政策及环境保护等领

域可视化至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中去，而现在一些学者敏锐地意识到，生态及自然环境领域内的风险会对

社会政策及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产生持久而又不可忽略的重大影响④⑤。 例如，生态系统的退化及自然

环境的污染等会或隐或显地转化成福利国家制度体系中的问题，无论是自然环境污染还是生态环境失

衡，衍生出的后果都是各国卫生条件及居民身体健康受到大幅影响，而与环境疾病相关联的诊断及治疗

等均需现代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承担。 生态系统中的高风险群体往往是福利国家需要保护的对

象，生态恶化的受害群体也易成为福利客户，必须向社会保障体系寻求帮助。 可见，生态风险也是社会

风险，自然环境的风险也是社会环境的风险，生态系统的风险也是福利系统的风险，生态环境的灾难也

完全有可能转化成福利国家的灾难。 风险的传递性与渗透性不可避免地促发了生态环境与人类福利共

构而成的“风险共载体”，社会政策不能再与生态政策相互脱耦，而是必须实现“制度连字符般”的具有

社会意义的双向耦合。
除了从生态系统嬗变结果的角度来看待社会政策及福利国家外，还可从本质意义及整体论意义上

对现代福利国家进行反思性思考。 一些学者注意到福利国家与生态环境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

及制度紧张关系，因为对国民福利的保护与提升并不必然表现为对环境保护目标的促进。 现代工业资

本主义建立在碳氢化合物基础之上，促进大众消费价值取向的福利国家更多地与其具有选择的亲近性，
而与环境保护及生态平衡的目标可能会出现不一致甚至是不兼容。 工业福利资本主义可能为客观物质

２４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ｅｃｋ Ｕｌｒｉｃｈ，Ｒｉｓｋ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ｎｅｗ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Ｓａｇｅ，１９９２，ｐ．３８．
Ｊａｍｅｓ Ｍｅａｄｏｗｃｒｏｆ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

ｍｙ，Ｖｏｌ． １０，Ｎｏ． ４，２００５，ｐｐ． ４７９－４９８．
Ｉａｎ Ｇｏｕｇｈ，“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 ２５，２０１６，

ｐｐ． ２４－４７．
Ｂｅｎ Ｓｐｉｅｓ－Ｂｕｔｃｈｅｒ ａｎｄ Ａｄａｍ Ｓｔｅｂｂｉｎｇ，“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 ５２，Ｎｏ． ４，２０１６，ｐｐ． ７４１－７５８．
Ｉａｎ Ｇｏｕｇｈ，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ｐ．５．



世界留下大量的碳足迹，进而加剧生态环境退化的态势①②。 从该角度看，福利国家的确需要制度层面

及哲学层面的反思以及规范价值层面的理念创新。
西方学术界关于生态政策与社会政策、生态国家与福利国家的关联虽已有零星讨论，但这些讨论大

多还停留在现象观察、描述等层面，基于数据实证的研究相对较少；生态环境变迁对社会保障的影响，也
多停留在对整体层面的总括叙事上，针对社会保障各个领域具体、细致而微的影响及分析等尚较缺乏。
基于此，本文运用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数据，具体展示生态环境

的变迁与失衡对福利国家及其各个子领域带来的冲击与挑战，同时还对绿色社会政策及生态福利国家

的概念进行理论演绎与分析。

三、生态系统问题外溢为社会政策问题

通过论述生态系统面临的问题如何演化成社会福利系统领域的问题，揭示社会政策与生态及环境

政策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主要涉及的子领域为大气污染、水资源污染、土壤污染、森林退化、全球

气候变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问题及其社会保障制度必须建立的回应机制。
（一）大气污染对社会政策的挑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２０１０ 年发布的关于大气及空气污染疾病的报告，空气污染在全球范围

内造成每年约 ３１０ 万人过早死亡，大气及空气污染占全球疾病负担的 ３．２％③。 世界卫生组织 ２０１９ 年发

布的关于空气污染与非传染病关系的报告指出，空气污染是仅次于吸烟的第二大非传染性疾病的死因，
与空气污染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包括缺血性心脏病、中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肺癌等④，暴露在有害

空气之中也成为全球各大城市及超大型城市所面临的主要健康威胁之一，严重空气污染引发的疾病会

延缓人类平均寿命的提升，同时增加不健康状态的时间长度，被视为全球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病”。
大城市症候群及空气污染明显影响到了新生儿的健康，导致新生儿肺部及呼吸道疾病比率增加，与空气

污染相连的儿童疾病也逐步演化为大城市的新社会问题。 大气污染所带来的疾病、健康风险及其衍生

的不同社会群体的健康问题，已逐步外溢到社会保障体系中。 现实表明，空气质量已成为人类福利体系

与福利制度的一部分，社会保障及福利系统必须对空气污染带来的“社会保护挑战”做出回应，通过公

共卫生体系、公共福利体系、医疗保障及医疗保险体系等来平衡与减缓空气污染带来的工业社会风险，
以提升各国居民的环境福祉与生存质量。

（二）水资源污染对社会政策的挑战

淡水及净化水是人类基本生存的外在物质条件。 在发达的工业福利资本主义国家，高质量饮用水

资源供给基本覆盖全民，而在全球南方国家，许多人都面临水资源供给不足的困境，有限水资源污染也

严重威胁着一些城市及乡村居民的生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２０１９ 年发布的全球饮用水报告，全球 ７．８５
亿人缺乏基本饮用水服务，其中有 １．４４ 亿人依赖地表水，至少有 ２０ 亿居民使用受污染的水源。 尤为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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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是，水资源污染是多种疾病的肇因，如腹泻、霍乱、痢疾、伤寒和小儿麻痹症等。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预测，全球每年有 ４８．５ 万居民因饮用水污染所导致的腹泻而死亡。 到 ２０２５ 年，预计世界将有一半的人

口生活在水资源匮乏地区。 该报告进一步表明，全球范围内水资源存在不平等分配。 在最不发达国家

群体，有 ２２％的卫生服务设施没有基本的供水服务①。 发达经济体基本解决了全民供水基本服务，但南

方国家仍然面临水资源南北分配不平衡的窘境，居民生命健康因此受到严重威胁。 水资源的争夺引发

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边界冲突。 在此背景下，水资源的风险也外溢到了社会政策领域，不仅公共卫

生体系及医疗保障体系需要应对水资源污染带来的疾病，也需要建立相应的针对水资源的社会救助制

度或社会救济体系来应对贫困居民的水资源使用问题，水资源救助已成为关乎到南方许多国家的基本

人权保障问题。
（三）土地源污染对社会政策的挑战

土壤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环境，农业用地上的耕作物是人类食品的主要来源之一，土壤

污染因此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 工业化对农业耕地的使用及污染、土地的过分耕种、农作

物耕种过度使用工业化肥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构成土壤污染的重要原因。 ２０１８ 年，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ＦＡＯ）发布的《土壤污染：一个隐形的威胁》报告，详细阐述了世界各国土壤受到污染的状况。
该报告指出，工业化、战争、采矿和农业的集约化使用都是导致土地污染的重要因素，而土壤污染直接影

响到我们的食物链条、饮用水系统及空气质量等，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及健康的头等大事；但迄今为止，土
壤污染的全球性后果被人类社会广泛地忽视了。 即使对发达经济体及新兴经济体来说，土壤污染也是

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在澳大利亚，约有 ８００００ 个地点遭受土壤污染；中国已将全部土地的 １６％和农

业土地的 １９％归为受污染土壤；欧洲经济区和西巴尔干地区大约有 ３００ 万处潜在污染地点②。 土壤污

染带来的挑战冲击着现行的社会政策体系，社会保障需要独特的制度安排来应对土壤污染所带来的健

康及疾病问题。 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土地作为农业居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基础，担负着基本社会保障

的功能，而土地污染不可避免地弱化了社会保障的兜底功能。
（四）森林退化对社会政策的挑战

森林对人类有着重要贡献，比如可以提供生计来源、洁净的空气与水，保护生物多样性等。 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ＦＡＯ）发布的《２０１８ 年世界森林状况：通向可持续发展的森林之路》报告指出，“全球约

４０％的极端农村贫困人口（大约 ２．５ 亿）生活在森林和热带草原地带。 森林是该群体的主要生计依靠与

收入来源，被视为‘社会安全网’”③。 但据统计，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间，全球森林面积由占陆地面积的 ３１．６％
降至 ３０．６％④。 就亚马逊雨林而言，２０２０ 年有超过 １１０８８ 平方公里的雨林消失，创 １０ 年来毁林率新

高⑤。 毁林与森林退化不仅危害生物多样性，还严重影响到依赖森林生存人群的生计与就业，特别是穷

人与弱势群体（如土著居民、无地农民、妇女等）。 这些群体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需求增加，比如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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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生活救助解决饥饿及贫困问题。 同时，由于赖以生存的家园遭到破坏（如森林火灾），有些居住在

森林或森林附近的居民被迫迁移，这些生态危机后果需要社会保障中的安居与住房领域来解决。 森林

福利与社会福利相互交织在一起，逐渐成为全球林业大国如巴西、印度尼西亚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可忽视

的一部分。
（五）全球气候变暖及海平面上升对社会政策的挑战

全球的碳排放量相较于工业化之前的人类社会呈现出指数上升的态势，气候变暖已演变成全球的

挑战，其最直接的后果是海平面持续上升，这不仅影响着许多国家沿海低地区域人类的生存，对南太平

洋及印度洋的小岛国家而言，这可能会直接引发国家生存危机。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不是温室气体的主

要排放国，但处在承受气候变暖负外部效应的第一线，率先承担了巨大代价。 根据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

奥·古特雷斯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在太平洋岛屿论坛上的讲话，预计到 ２１００ 年海平面将上升 １ 米。 而在太平

洋地区，海平面上升将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倍，这势必严重危害到太平洋小岛屿国家的存续①。 根据世

界卫生组织的观点，在小岛屿国家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沿海地区，一个特殊的问题是盐水污染了土壤和淡

水，土壤不能再用作耕地。 结果，人们势必搬迁到内陆地区，生活空间因环境变迁而逐步缩小。 例如，像
基里巴斯这样由 ３３ 个珊瑚礁岛组成的国家一直面临生存问题②。 该困境表明，海平面上升、海水侵袭

与一些群体及部分特殊国家的福利紧密关联。 如果一个国家整体受到威胁，则个人福利和福祉也不可

避免地受到损害。 此外，从沿海省份向内陆地区的迁徙常常引起健康问题，并增加传染病的发病率。 在

新兴地球村中，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已日益被视为全球挑战，需全球社会保障制度协调解决。

表 １　 生态及自然环境系统变化对社会保障制度应对领域的影响

主要后果 主要影响群体 主要影响福利领域
社会保障制度

应对领域

大气污染

与大气污染相关联

的疾病及死亡率上

升，新生婴儿健康受

到显著影响

全民，但儿童、老年

人及有基础疾病群

体受到较大影响

个体福利、群体福利

及全民福利均受到

影响

公共卫生及医疗保

险制度

水污染

与水资源污染相关

联的群体及获得水

资源受限的群体受

到显著影响

南方国家特别是第

三世界国家的 （收

入及水资源） 贫困

阶层

个体福利及群体福

利

公共卫生及医疗保

险制度、社会救助

制度、公共援助体

系

土壤污染

粮食产量、质量以及

食物质量均受到影

响，食品安全问题

南方国家特别是第

三世界国家的贫困

阶层，风险也外溢到

其他群体及全球化

北方

个体福利及群体福

利，间接影响到全民

福利

社会救助制度、土
地资源使用及分配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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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ｎｔóｎｉｏ Ｇｕｔｅｒｒ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Ｆｏ⁃
ｒｕｍ，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ｓｇ ／ ｅ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ｓｇ ／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 ２０１９－０５－１４ ／ ｒｅｍａｒｋｓ－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ｉｓｌａｎｄｓ－ｆｏｒｕｍ．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Ｏ），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ｎ ｓｍａｌｌ ｉｓｌ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２０１７，ａ⁃
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 ／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ｔｏｒｉｅ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ｏｎ－ｓｍａｌｌ－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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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主要后果 主要影响群体 主要影响福利领域
社会保障制度

应对领域

森林退化

危害生物多样性，也
威胁到依赖森林生

存的人群的生计与

就业

居住在森林或森林

附近的以林业为生

的居民及原著居民

个体福利、群体福利

及全民福利均受到

影响

社会救助制度、社
会保障住房制度

全球气候变暖

广义上影响到各个

层面的社会安全及

社会福祉

世界各国居民
群体福利及全民福

利

社会救助制度及公

共援助制度

海平面上升
部分居民被迫离开

家园

小岛国家以及各国

沿海区域

群体福利及全民福

利

需要特别专项的社

会保障制度加以援

助

　 　 图表来源：作者基于生态政策及社会政策的关联自制。

表 １ 比较了生态系统各个子领域的风险相应引起社会政策各个子领域所作出的制度化反应。 其

中，各个子领域的风险性质并不相同，有的是与一些群体及所处国家相联系的风险，如水污染、土壤污

染；有的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普遍性风险，如大气污染及全球气候变暖；有的则属特殊类别风险，如海平

面上升或森林退化。 每种风险所挑战的风险群体也有差别，如水污染及洁净水资源的获取对全球南方

国家的贫困群体及弱势群体带来了更大挑战，森林退化主要影响依赖森林生存的居民及原住民，海平面

上升主要影响小岛屿国家，而全球变暖则影响着世界各国。 诸子领域通常交织存在，如森林退化影响到

大气污染、水污染及全球气候变暖等。 因此，每个国家的公共医疗制度、卫生防御制度、社会救助及救济

制度也都必须对环境及生态的失衡做出回应，用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来减缓、平衡生态系统风险带

给福利世界的挑战。

四、社会政策的“碳足迹”与“低碳调节”

社会政策对于生态风险的捕捉与补偿反映了两大政策关系发展的一个面向，即随着生态风险逐步

从生态环境系统外溢到社会福利系统，现代社会保障系统必须进行调整以缓解、降低生态系统的风险，
对因生态系统失衡而受伤害的群体给予现金补偿及社会服务。 然而，少有西方学者从本质论意义上探

讨社会政策、福利国家是否在制度、价值规范理念上与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等目标兼容。 仅有伊恩·高

夫与詹姆斯·梅多克罗夫特等学者零星地讨论过福利国家可能带来的碳足迹问题，他们认为，福利国家

的目标与现代工业化社会所注重的经济增长目标并无本质区别；无论是国民福利增加还是经济福利提

高，归根结底带来的都是碳排放量的提升，从而对脆弱的生态环境和自然世界的平衡结构带来更大压

力。 换言之，福利国家的目标更多地与环境保护目标呈现出不一致，应对方案应包括为经济发展征收绿

色税收，即许多发达国家讨论的生态税；倡议福利国家的居民向生态节能的生活方式转变。 在此基础

上，伊恩·高夫与詹姆斯·梅多克罗夫进一步提出了“去碳化福利国家”的论点①。 其他一些西方学者

如朱迪特·奥特林等也谈到福利国家的碳足迹及物质足迹，大抵离不开福利经济的消费主义导致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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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中碳排放量的持续上升，福利国家本身应对高碳排放量社会负有一定责任。
结合已有讨论可知，应对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关系进行更加全面、系统地梳

理，从而在更深层次进行抽象和理论建构。 福利国家的目标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目标出现两个脱节：第
一，我们传统认知的建立在工业资本主义体系之上的福利国家，本质是弥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弊端，
以促进大众福利与阶级和谐的社会总目标。 因此，２０ 世纪的福利国家更多地建立在福特主义大生产方

式上，但在经济伦理领域则受到凯恩主义的强力支撑，而这些领域都以促进大众消费与大众福利为根本

导向。 第二，因受第一个脱节中包含的促消费、促内需根本导向的影响，福利国家及其社会保障体系往

往只关注再分配制度及反贫困制度所达到的保稳定、促消费之目的，并未进一步关注如何合理使用消

费，于是货币投放数量的增加与货币运用方式完全脱节，导致福利国家有一定的高碳倾向。 福利国家往

往和与化石燃料相联系的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紧密相连，可能会忽略甚至削弱生态环境的基本目标。
可见，在 ２１ 世纪福利国家的构造中，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建构不能仅仅局限于被动回应生态系统

中面临的风险，而应重塑其价值理念目标，重构其规范性行为基础，使得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

能动地塑造人们的经济行为及消费行为，让人类的社会活动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从而创造一个生态环

境友好的后现代社会保障及社会政策体系。 从福利国家采取积极政策、正面塑造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
其社会保障体系实则大有可为。 表 ２ 显示了社会政策及社会保障体系对生态环境所具有的能动塑造

力，如以收入替代、现金支付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如国民养老金、国民基本收入、社会救助的发放等）
可与一定的环境保护目标联系起来，其待遇发放或增发的前置条件可与生态目标相连，合理引导福利国

家受众向生态友善型消费转变。 社会救助体系本身就包含有对住房、水电的补贴等，在这些领域的政策

设计及救助待遇中，社会救助部门可采取鼓励运用环保及生态综合设备的方式，鼓励受益群体转向更加

环保的生活。 在社会住房领域，福利国家可建设包含节能环保设备及环保装置的生态型住房，住房家居

等实行生态目标的调试。 在社会服务如养老服务领域，住房家居不仅可实现“适老化改造”，还可实现

“生态目标改造”，甚至将其体现在养老院、护理院的建设中。 此外，在一些国家实施的购车福利及购车

补贴中，国家政策也可影响到居民的消费及购买行为，如鼓励家庭购买电动或混合动力轿车（见表 ２）。

表 ２　 社会政策对于生态环境的积极塑造

社会政策类别 社会政策主要领域 塑造生态环境的方式

现金转移支付
国民养老金、全民基本收入

及社会救助金等

现金待遇发放或增发的前置条件可以与生态目

标适度相连，合理地引导福利国家客户向生态

友善的消费转变

针对生活环境的补贴
社会救助体系对于房屋及水

电的补贴

运用待遇的发放及补贴等有利制度条件来塑造

环保节能的家居方式及能源使用方式

空间环境 社会住房、住房公积金等
住房建设及家庭能源设备使用与环保节能目标

适度耦合

社会服务
养老服务体系，对于家庭消

费及支出的咨询及协助等

老人住房、养老院及护理院等实施适应生态目

标的空间改造，对家庭消费及支出等提供生态

目标及环境友好的咨询

购车福利
针对居民购车的社会补贴政

策及其他优惠政策

优惠购车政策及国家补贴政策等与环保购车目

标相联系，例如鼓励居民购买电动及混合动力

轿车等

　 　 图表来源：作者基于生态政策及社会政策的关联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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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福利国家的建设从本质上来说是国家对社会、家庭及市场分配后果的一种干预，现代社会保障

体系的建设是科层制国家权力扩张的结果，因此，国家可以合理运用其合法化权力，在货币干预目标与

社会服务干预目标之外增加生态干预目标，通过社会政策目标与生态政策目标相互耦合的方式，建立新

型生态环境友好的福利国家及社会保障体系。 在这一领域，后现代时期的福利国家大有可为。

五、结论

总体看，生态社会政策及福利国家的“绿”化这个主题尚未形成系统化研究及理论论述，我国社会

政策及社会保障研究更鲜有涉猎。 基于对该领域的研究及综合分析，笔者提出“现代及后现代社会中社

会目标与生态目标应实现双向耦合”的论点，揭示两大政策领域的交界面与重合地带，进一步展现两大

领域相互依赖、相互共存的制度协调关系。 在此双向耦合及互动结构中，研究核心是社会政策与生态政

策之间、福利国家与生态国家之间的关联。 一方面，双方存在着风险传导与风险捕捉的关系，一个系统

的风险会传递到另一个系统中，并被另一个系统感知、捕捉并加以制度性回应。 例如，生态系统中环境

变化及环境污染的风险会间接或直接地转化为社会福利系统中的风险，社会福利系统中的公共医疗体

系、社会保险特别是医疗保险体系、社会救助救治体系等会动员起来缓解、平衡生态系统中的风险；生态

环境的灾难也会转化为福利系统中的重大事件，如地震、海啸及其他自然灾害会向社会保障提出挑战。
历史上的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与当代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引发的环境危机，同样转化成了社会

福利系统的应对危机。 另一方面，福利制度中的问题与漏洞也可能转化成生态系统的问题。 如南亚一

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孟加拉国等特大城市的贫民窟，其恶劣的生存条件、匮乏的基本福利待遇及设施

等，可能转化成周边的环境问题，加剧环境污染的程度。 这一议题还有待未来进一步研究。
从福利国家看，现代福利国家与碳氢化合物的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相互融合，构成了工业福利资本主

义的制度联合体，福利国家从工具理性层面发挥了增强购买力、促进内部消费市场的重要作用，支撑了

工业资本主义更长时间的增长，延缓了资本主义制度衰落的进程，但同时也使得福利国家的远期目标与

生态环境目标相互背离、双向脱节，出现了大众福利增加、工业污染加重的悖论式发展，福利国家由此在

我们的星球上留下了大量的碳足迹。 从社会发展的远期目标来看，无论是工业资本主义还是福利资本

主义，都难以支撑发达国家乃至全球所有国家运用碳氢化合物及化石燃料模式来维持长远发展，建立在

高碳排放基础上的福利国家与资本主义工业体系难以为继，其根源在于无法调和人类消费需求无限性

与不可再生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福利国家在 ２１ 世纪选择“绿化”及“生态化”的发展方式是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福利国家及其社会保障体系的“生态转型”才能真正保证其可持续发展，通过福

利国家与可再生能源的相互结合才能实现其永续发展。 因此，福利国家不仅是被动回应生态系统的风

险与问题，还应顺势而为，依凭国家的管理权威及科层制的治理优势，运用社会保障及福利体系的制度

杠杆来引导社会生产方式及福利受益者的消费方式，塑造一个环境友善、生态友好的绿色宜居福利国

家，这应该成为本世纪下 ２０ 年新福利国家转型的重大目标。 新福利国家在 ２１ 世纪必然会逐步演化成

一种新形态的、更具持续生命力的绿色福利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也将随之进行生态调整与重组，而呈现

出“渐进生态化”与“去碳化”的新趋势。
从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设计看，无论是国家、社会、家庭还是社保体系的受益群体，都可实施面向生态

保护目标的转型。 例如，传统的养老服务体系可向生态养老方向转变，养老院、护理院的建造及服务设

施的安排等可更多地考虑综合生态目标，以使老年人群体可在更加环保、舒适惬意、贴近自然的类森林

环境中养老；生态养老目标实现的同时也可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环境，促进老年人更加健康地度过老年阶

段的生活，显著延长健康余命的时间。 在绿色环保的社会保障体系中，人们的生活习惯（特别是饮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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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能源使用等）及家居环境等均可向生态平衡及环境友好的目标转型。 另外，医学领域也存在着生态转

型的重要历史机遇。 １９ 世纪以来，以循证为基础的西方现代生物医学逐步扩散到全球，并成为世界范

围内普遍认可的医学体系。 然而，即使这样一种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实证医学，也因其过度工具主义特

征、过度介入性倾向而引发后现代社会的深刻反思，器械性过度治疗在引发高能耗及过度消耗资源的同

时，其本身未必能够增加病人及其家属的福祉与愉悦程度，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加剧其痛苦，这些问题

已逐步引起人们普遍深思。 在一个与生态环境更加密切相联的绿色医疗哲学体系中，人们将重新审视

东方哲学中的整体主义思维，注重身体结构变化、疾病等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平衡关系，而不是执着

于机械地在身体某一点实施介入治疗。 同时，以疾病为核心的医学沟通方式将逐步转型为以健康生活

为核心的新沟通方式。 在此反思情境下，传统医学中的植物、中草药医治手段及自然疗法等将得到重新

审视并被赋予新的时代意蕴，亚洲医学体系如中医、藏医及印度医学中一些合理的文化元素及哲学思维

将在绿色医疗时代得以复兴。 这些变化都将大幅弱化过去高能耗福利的局面，使得后现代主义的社会

保障制度体系更加具有可持续性，最终实现生态目标与社会目标的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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